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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机制引入上海社会住房保障体系一体化的思考
Thinking on Putting Social Mechanism into Shanghai Social Affordable Housing System

卢汉龙

2011年4月19日上午，为探讨住房保障和住区规划方面

的相关问题，《上海城市规划》编辑部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

院卢汉龙研究员。经受访者本人审核，现将采访内容整理如

下，以飨读者。

编者按

上海住房问题的发展应将其放在全市发展的大视角下

去审视。从社会学或都市社会理论方面来看，上海应采取

多中心发展的战略，多中心中的每个中心应形成一个相对

完整的体系。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出现了“摊大

饼”式的空间趋势，城市变得越来越臃肿。因此政府希望

降低中心城区的居住人口密度，将部分人口引导出去。而

由于经济机制在发挥作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心城区昂

贵的地价。如今中心城区的住宅空壳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中央商务区空壳现象就更加明显。由此可见，不能单纯地

以经济机制去推动城市空间的拓展和城市的更新改造。应

该考虑引入社会机制。

好的住房政策应当强调

“人人都有合适的居所”而并非

“人人都有自有的住房”。

1 上海社会住房保障体系解析

上海保障房建设强调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

房、动迁安置房“四位一体”，这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实际

操作工作中，各个政府条线分头管理，还没有形成合力。

城市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是廉租房建设。廉租房需要提

供实物，为那些没地方住或者居住条件特别差的人提供居

所。现状廉租以提供货币补贴为主的方式应当逐步转变。

其次是公共租赁。世界各个城市的公共租赁基本都是

政府出资造房，用于租赁。上海出资公共租赁房不仅仅是

解决上海本地人口的需求，更是对上海对各方面人才保持

吸引力有好处，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出

发，建议对公共租赁的概念进行扩展。目前，上海已建的

住房数量很多，私人租赁市场也非常活跃，但很不规范。

公共租赁，应该激活私人租赁市场，采取各种形式的介

入，如政策介入、收购等。比如，可以探索建立有政府背

景的经租公司，或者对私人租赁的税收所得进行严格管

理，将部分私人租赁的房源投入到公共租赁中。

上海应该考虑政府贴租的方式。香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

年代，就采取了政府贴租的方式，由政府提供低租金的房

子。欧洲现在也基本如此。如德国，根据受租人的收入提

供补偿，而且租赁是与其工资单、银行信用卡等捆绑在一

起的，成为一种民事行为。假如受租人经济条件改变后，

仍享受政府贴租而不肯搬出公租房，他的信用就会受到影

响。公共租赁房应遵行市场租赁价格，否则很容易出现寻

租空间。

全国公共租赁房有1000万套的计划，而且已经纳入

政府考核体系中。从大方向上有利于压低虚高的房价。然

而，在上海、深圳、北京这样房屋空置现象很严重的大城

市，却容易造成新的房屋空置。所以私人租赁一定要跟公

共租赁相结合。政府要采取收购或退租的方式，政府财政

拿出钱来，或者用土地、住房公积金、债券等方式去募集

一些钱来建立这个制度。

所以在社会居住保障体系一体化中，公共租赁房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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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一定要经过慎重考虑，引入社会机制。对那些多余的、

已经售后控制的、并在私人租赁市场的房子，要有公共政

策介入，将之规范化并搞活。这样，房屋产权仍为私有，

政府只需补贴低收入者租金。另外，上海还有很多多层住

宅，以前是政府建的公房，出售后，现在很多用于出租，

如果有条件的话，政府可以整栋或者整排地回购，也可以

与旧区改造相结合。

第三是经济适用房。应该谨慎提倡建经济适用房。通

常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把帮人买房置业作为一

种社会政策。好的住房政策应当强调“人人都有合适的居

所”而并非“人人都有自有的住房”。现在住房政策研究

经常借鉴香港和新加坡采取居者有其屋的计划，事实上从

世界范围来看，香港和新加坡解决住房问题的做法并不具

有代表性，它们的政策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出台的。

我们的政策借鉴需要有历史感。比如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而独立时有五大民族，国内政局动荡，所以李光耀用儒家

的理念，实行居者有其屋政策（有恒产才有恒心），把五

大民族整合了起来，即提供组屋的方式。现在新加坡的组

屋政策做得很成功，建筑标准也在不断提高。而且我们要

考虑到新加坡是高福利制度的国家，人口也不到500万，她

能够使提供组屋的政策维持下去。香港是在1980年代才开

始实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在这之前已有20多年的公共租

赁的历史。1980年代，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已很成

熟，生活也比较富裕，加之中国人置业的传统，政府就逐

步将公租房拿来出售。这就类似于我们计划经济时代把原

来公家租赁的房子出售给居住者。

对比香港和新加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

口，且经济发展和财富水平都还很虚弱的情况下，如果也

把置业作为政府的社会保障，客观上是脱离了发展阶段。

在推行过程中，就形成政府帮一部分人群置业购房的现

象，这就很容易跟腐败捆绑在一起。

现在，经济适用房在行政机制推动下，其数量在快速增

长。不妨将部分经济适用房通过政策手段转化为租赁房。

否则将来会出现经济适用房退租的现象。有些人会不想买

经济适用房，因为觉得产权有诸多控制，继承也是有限制

的。现在买房不仅仅是解决居住问题，也是投资预期的价

格。大家看到，对符合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的人员，拿出

首付款很难，可能需要借贷。假如没有产权预期的话，可

能是会流产的。我建议，经济适用房建设可采取两种过渡

方式：一是在经济适用房5年的公有产权时间内，将之变通

成一种公共租赁的方式。5年过后，如想出售的话需要先扣

除租金；二是将20%-25%的经济适用房直接作为公共租赁

房，这样也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完成公共租赁的压力。

第四是动迁安置房，这与旧区改造密切相关。上海旧区

改造的对象设定为二级旧里以下，基本上看成是棚户区和

国有企业集体宿舍的改造。但是从城市的整体来看，大量

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多层建筑，也需要改造。因为从

城市安全的角度，3楼以下的预制板格式的砖木结构的房子

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拆除。

今年市建交委提出，“十二五”期间旧区改造将会延伸

到城乡结合部。这些新划进市区的国有土地应该考虑如何

结合新农村建设进行整治。这样，旧区改造的涵义一方面

跟城市更新结合在了一起。另一方面，还可以盘活土地，

改变土地的使用功能。在旧区改造中，不能完全依赖经济

指标或地方政府的推力，要更加强调城市的多元化，要让

不同阶层的人能住在一起。

早期的旧区改造与房地产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政府自上而

下的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捆绑在一起互动的。旧区改造中

应引入社会机制，社会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动阀。上海

旧区改造中的动拆迁户，有40%仍选择居住在市区，用补

偿的钱来租房子，他们不愿意离开原来的居住地，需要考

虑到这部分人群。

在研究旧区改造过程中，还应该关注到旧区改造如何跟

城市更新结合起来，其中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尤其需要注

意。目前，旧区改造中对动迁居民户的补偿基本上是通过

市场方式进行，主要是跟业主进行交谈。但经调查，旧区

中有1/3的房屋是被业主租赁出去的。在本地旧区改造过程

中，我们听到的多是政府、开发商和业主三方的声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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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有话语权，而实际居住在旧区里的居民是最容易被忽

略掉的“沉默的第四方”。他们主要是中低收入者、城市

打工仔、小白领，也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租住

这种房子，对于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很方便，但其居住状况

总体上比较差。在整个市场动迁过程中，他们在法律上是

没有权利的，但是政府应该考虑到这批人。动拆迁会给沉

默的第四方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在沉默中爆发。一是继续

沉默下去，改租旧区以外的房子。而城市中低收入者多为

从事服务业的人，比如环卫工人、市政工人等，他们改租

房子后，就会提高整个城市的成本。

联合国提出的住房发展目标是“人人都有合适的居

所”，其中居所的英文为dewell，指的是不同层次、不同经

济能力的人的栖身之所，可以是租赁的或购买的房子，而

不是住房（house）的意思。

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需要有公共逻辑，但是在可行

性论证方面一定要有市场的概念。完全靠政府财政无原则

地补贴，很难长期维系。对公共租赁房，应该鼓励用市场

租金来规划整个运转的模型，即一定要有盈利模式，但是

至于钱怎么贴下去，这可能是要有公共逻辑。不能完全随

市场走，也不单单是完成行政命令。

2 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是集中了航运、铁路、公路等多

种交通运输方式的交通枢纽。假如将航运与铁路功能整合

在一起，需要考虑到其周边地区的功能布局，避免功能间

的相互冲突以及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空气、噪音等因

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综合交通枢纽地区过多地布

局商业住宅可能就并不合适了。同时，交通枢纽以过客居

多，不能把所有设施都配置进去，做成小而全的结构。同

样的发展案例在迪士尼乐园也可以看到，其实迪士尼乐园

周边不一定要规划大面积的商业居住，可以更多布置社会

性的公共服务设施，如搞一些跟旅游有关的服务。

目前城市发展中聚焦重点工程项目，放大效应的内在原

因，可能是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可能是建设财政的要求。

政府建设财政的思路或机制如果没有改变，对基本建设投

资的依赖性就会很强。这种发展的饥渴会驱使政府有持续

的投资冲动，从而不断去寻找新的热点。

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交错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另一

个案例是轨道交通建设。因为世博会的举办，上海快速建

设轨道交通线网，满足了7000万人次的便捷出行，对于城

市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目前全市轨

道交通建设并没有考虑到客流的非线性因素，其中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则是开发商的利益太强。轨道交通沿线的房地

产开发商或者区政府愿意出钱，地铁站点就修到那里，而

缺乏从系统角度去综合考虑问题。国外很多规划得很好的

地铁，旧区可能从“线跟人”这方面来考虑，因为旧区人

口密度大。新区则一定要从“人跟线”的方面去研究。

比如，迪士尼乐园未来的客流量很大。轨道交通线规

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因素。不能一条条轨道交通线

过去，一定要到旁边中转。国际城市很多重点地区的轨道

交通建设都是通过外部中转进来，规划上就要避免直线抵

达。例如香港，它就设计了一条彩虹线，由专线进入迪士

尼，因为这段客流量密度大。迪士尼乐园的运营，外国公

司会进入，他们考虑得更多的估计是乐园的门票收入。所

以地方政府一定要有前瞻性，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利用专线

或中转线来疏解游客，争取做到“人跟线”，还要考虑到

游乐园的高峰和低峰时段。尤其是平时客流很少，且客流

密度小的情况下，考虑轨道交通线路的合理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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